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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歸以來香港國際環境的變遷

回歸以來，香港所面對的國際環
境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那些變化
在過去十年左右顯得更為急速和明顯。
與1997年時的情況對比，今天香港
面對的國際政治與經濟環境可謂截然
不同。毫不誇張地說，香港現在正處

身於一個複雜多變、極度嚴峻和異常兇險的國際環境
之中。一些香港人，特別那些一向仰視美西方，並以
其馬首是瞻的人，對國際環境的轉變頗為後知後覺，
並在察覺後茫然不知所措，同時對美西方 「因愛成怨」
而產生惡感。另一方面，越來越多的香港人則意識到
香港必須改變其與美西方的關係，重新思考與國家的
聯繫，從而認同對過去的發展戰略和管治方式進行刻
不容緩的改革和創新，覺得如此方能讓香港踏上一條
對 「一國兩制」 實踐有利和對香港長遠發展有助的康
莊大道。在相當程度上，中央、香港特區政府與愛國
力量已經不斷在審時度勢後作出必要的改變和部署，
以應對百年未有的世界大變局。

從政治角度言，回歸後香港所面對的國際政治環
境的變遷，主要包括美國主導的短暫的單極世界或單
極時刻（unipolar world or moment）一去不復返。
中國的極速崛起，俄羅斯的再起，中俄加強戰略協作，
中俄聯手與美西方抗衡，全球南方的冒起，多極世界
出現；美國二戰後構建和主導的所謂 「自由國際秩序」
被美國一手摧毀，美國滑向單邊霸權主義，西方的全
球霸權衰落，跨大西洋聯盟嫌隙日深，美西方對中國
崛起的遏制；國際失序和無序的現象叢生，眾多重要
的國際組織比如聯合國及其屬下的大批機構、世界貿
易組織、世界衞生組織和世界銀行等的領導地位和運
作能量與效能下降，並不斷受到美國和發達國家的民
粹力量的挑戰；全球治理失效，國際法屢受美國漠視
或蔑視，區域性的戰爭和衝突頻繁發生。

中美之間的大國博弈成為了國際政治的主軸、部
分西方論者更認為世界已經逐漸分裂為分別由美國和
中國領導的兩大陣營。從經濟角度而言，香港賴以發
展的經濟全球化和國家自由貿易盛行的局面已經一去
不復返。長期以來，香港作為一個單獨關稅區、自由
港和容許資金自由進出的經濟體從經濟全球化中獲取
了大量發展紅利，尤其是其所發揮的作為連接中國與
世界——尤其是美西方——的重要橋樑作用。香港回
歸祖國以來， 「逆經濟全球化」 越演越烈，國家安全
和地緣政治因素往往擠壓經濟法則和市場運作，過去
為經濟全球化提供理論依據的新自由主義
（neoliberalism）式微，經濟民族主義、排外主義和
民粹主義兇猛來襲，美國帶頭拆毀支撐和承托經濟全
球化的制度和規則，推進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國際談判
難以為繼，全球科學和技術革命方興未艾，不少傳統
產業走向式微或掙扎圖存，保護主義、單邊主義、貿
易戰、關稅戰、供應鏈和產業鏈的割裂與重組，重要
的全球航運通道不時因為地緣政治衝突而關閉，經濟、
貿易、科技和金融不斷被 「武器化」 ，各國力謀經濟
獨立自主和減少對其他國家的依賴，全球貿易體系走
向碎片化或區域化，原有的全球經濟 「遊戲規則」 蕩
然無存，新的區域經濟合作組織或網絡不斷湧現。

這些巨大變遷充分顯示香港在回歸伊始所面對的
相對比較穩定和有利的國際環境已經不復存在，當前
香港正面對着一個失序、無序或混亂的國際環境，並
經受着來自美國和其部分盟友的制裁和打壓，從而香
港必須要應對各種越來越多、越來越難以預見以及越
來越難以控制的、來自外部的安全威脅。不過，與此
同時，中國則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維護和遵守國際政
治和經濟秩序的核心和合理部分，力圖穩定和修補正
在崩壞中的國際秩序，提出重構國際秩序的 「安全」 、
「發展」 、 「文化」 和 「治理」 倡議，並通過 「一帶
一路」 、 「金磚國家」 、上海合作組織、亞洲基礎設
施投資銀行、新開發銀行等舉措落實四大倡議發揮引
領國際政治和經濟秩序重建的示範作用。

具體而言，香港所面對的國際環境變化和衝擊主
要集中在幾個方面： 「逆經濟全球化」 、區域經濟體
的湧現、大國博弈與地緣政治壓倒市場經濟、以及美
西方對香港的打壓。

作為一個高度開放、國際網絡廣闊、資金自由進
出，曾經奉行 「積極不干預」 治理方針、信奉自由貿
易、極度依賴國際貿易並擔當着中西方經貿橋樑角色
的國際大都會，香港絕對是經濟全球化的受益者，也
是經濟全球化的堅實支持者。然而，在香港回歸祖國
近三十年期間，經濟全球化由巔峰墜落。今天香港面
對的是各種 「去全球化」 、 「反全球化」 和 「逆全球
化」 的浪潮。這些滔滔巨浪仍在不斷翻滾，要重回過
去的經濟全球化巔峰估計沒有可能。

經濟全球化之所以難以為繼，有幾個主要原因。
首先，美國原來是經濟全球化的倡導者和推動者，但
不少美國人相信全球化致美國 「去工業化」 、大批產
業工人失業、金融經濟或虛擬經濟壓縮實體經濟、貧
富懸殊現象極其嚴重。美國的情況也在不少其他西方
國家出現。結果是反對經濟全球化的浪潮首先在美國
和眾多西方國家爆發。這些浪潮成為了美西方右翼民
粹主義和左翼民粹主義（主要是前者）冒起的基礎。
右翼民粹主義者在美國和一些歐洲國家甚至成為了執
政力量，而特朗普則是其中最重要和突出的代表。

其次，美國和其一些盟友認為經濟全球化促成了
中國的急速崛起，而中國的崛起則是美國和其西方盟
友的嚴重經濟、社會和民生問題的來源。美國的政客
和不少專家學者紛紛把美國國內的深層次矛盾的原因
歸咎中國，極少提起其國內的種種結構性問題，並以

此來逃避和推卸他們的相關責任。既然經濟全球化對
中國有利、對美西方不利，則推行 「逆經濟全球化」
便符合美西方的安全需要和根本利益。他們期望 「逆
經濟全球化」 會窒礙中國的發展和遏制中國的崛起。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在2019年底爆發，為全世界
帶來重大的傷害。由於用來應對疫情的醫療物資的生
產設施在經濟全球化下分布在世界不同角落，全球的
交通和運輸因為疫情而不暢通，再加上部分國家在醫
療物資的供給上搞保護主義，致使不少國家因為醫療
物資短缺而難以應對疫情。這場全球性的傳染病災難
讓不少人重新思考經濟全球化的利弊並得出對經濟全
球化不利的結論。

第四，俄烏戰爭、美以伊衝突和其他一些區域性
的衝突都引發了一些重要國際運輸航道堵塞的情況，
尤其對全球能源和糧食貿易乃至全球貿易造成嚴重打
擊。一直以來，人們相信在美國的強大軍事力量的保
護下，全球重要國際航道的安全應該不成問題，所以
經濟全球化得到切實的維護。不過，那些區域性的戰
爭暴露了美國缺乏軍事、經濟和外交能力保障重要國
際航道的安全和暢通無阻。既然如此，越來越多人會
認為在國際航道不安全的情況下，全球性的產業鏈和
供應鏈亦隨之難以維持。為了自身利益，不少國家便
不得不搞 「產業鏈和供應鏈重構」 、 「友岸外包」 、
「近岸外包」 、 「在岸作業」 等行動，務求減少對其

他國家和地區在經濟和重要物資上的依賴，而貿易和
產業保護主義也就接踵而來。

最後，英國脫歐、歐洲部分國家對歐盟的質疑和
挑戰、美國悍然單方面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TPP）、美國不斷削弱其與加拿大和墨西哥的自由貿
易協定都是美西方對經濟全球化的 「反叛」 的重要事
態發展。

逆經濟全球化不單體現在貨物和服務貿易上，也
陸續體現在金融領域。多次發生的全球和區域性金融
危機，尤其2008年源於美國的全球金融海嘯，促使不
少國家反思金融全球化的利弊。不少國家特別是美西
方國家基於經濟和政治原因越來越不鼓勵或不容許本
國資金外流，希望那些資金能夠用來減少越來越龐大
的債務負擔和投資於國內的經濟活動。金融保護主義
縱然尚未達到嚴重地步，但對跨國貿易和投資卻難免
帶來負面衝擊。

長期以來，經濟全球化和經濟區域化同時並存，
但在經濟全球化佔主導地位時，經濟區域化便相形見
絀。然而，隨着經濟全球化退潮，經濟區域化便愈趨
蓬勃。為了自身經濟發展需要，不少國家紛紛成立和
加入不同的區域經濟體。部分原有的區域經濟體亦走
向深化和強化。區域經濟體遍布全球，比較重要的包
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跨太平洋夥伴全
面進步協定（CPTPP）、東南亞國家聯盟（ASEAN）、
歐洲聯盟（EU）、美墨加協定（USMCA）、金磚國
家（BRICS）、非洲大陸自由貿易區（AfCFTA）、南
方共同市場（Mercosur）等。展望將來，隨着經濟全
球化持續退潮，新的區域經濟體將不斷湧現，全球貿
易體系愈益走向碎片化。

為了遏制中國崛起，美國和個別西方國家刻意推
動 「逆經濟全球化」 作為盡最大可能與中國在經貿上
「脫鈎」 的手段。為了維護國家利益和促進國家的發

展，中國也不得不採取積極戰略以作應對，其中 「一
帶一路」 倡議、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RCEP和亞
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是較為重要的手段。不過，如
此一來， 「逆經濟全球化」 的速度會更為迅猛，而全
球經濟碎片化的趨勢也更難逆轉。

凱投（Capital Economics）宏觀首席經濟學家尼
爾．謝林（Neil Shearing）在其《分裂的世界：地緣
政治的回歸將如何撕裂全球經濟》（2025）一書中指
出：全球經濟遭受了兩次衝擊。首先，2020年新冠疫
情爆發，迫使各國政府和企業重新審視全球供應鏈的
相關風險。其次，俄烏衝突爆發，迫使各國政府和企
業重新審視全球供應鏈的相關風險。這兩大衝擊使華
盛頓與北京針鋒相對。從長遠來看，他認為更可能的
結果是，未來幾十年世界將分裂成一個大致與美國結
盟的西方陣營和一個大致站在中國一邊的陣營。

隨着中國的急速崛起，以及美國對中國的持續、
全方位遏制，大國博弈（great power rivalry）重臨。
誠然，參與大國博弈的除了中美兩國外，還有另外一
些次大國的國家。不過，由於中國和美國的體量遠為
龐大，所以當前對全球政治影響最大的必然是中美博
弈。在中國改革開放初期，為了拉攏中國對抗蘇聯，
美國積極與中國改善關係。不少美國的戰略精英相信，

中國的改革開放和參與經濟全球化將會最終讓中國在
政治上和經濟上走上 「西方化」 道路，但他們認為中
國在經濟上無法超越美國，從而在經濟和政治上，中
國將會是美國的 「永久附庸國」 ，並成為支撐美國主
導的 「自由國際秩序」 的重要支柱。不過，歷史的發
展卻與美國的意圖背道而馳。大概在二十一世紀初開
始，中國經濟的超高速發展和中國在全球的政治影響
力的不斷攀升，讓美國瞠目結舌和深以為憂。中國雖
然奇跡般崛起，卻沒有踏上西方的發展道路，反而開
闢了一條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而且這
條道路又越來越獲得全球南方國家的青睞，並大幅弱
化西方在發展道路上的話語權。

這些出乎美國意料的事態發展令美國不少人感到
如芒在背。越來越多美國戰略精英斷定中國是美國的
強大戰略對手，對美國的利益、安全和全球霸權造成
致命威脅。在2010年至2016年這段時間內，美國國
內就對華政策展開了激烈的辯論。辯論的結果是過去
長期主張與中國接觸和對話（engagement）的精英走
向式微，而那些鼓吹遏制中國崛起和在經貿上與中國
「脫鈎」 的精英則成為主流勢力。自從特朗普於2016
年當選美國總統後，便正式把中國定性為 「戰略對手」 ，
並對中國展開前所未有的貿易戰和科技戰。2020年，
拜登成為美國總統後，不但沒有撤銷特朗普的對華遏
制措施，反而加大遏制力度，尤其在科技領域。2024
年特朗普再次當選美國總統，更對包括中國在內的眾
多國家發動猛烈的關稅戰、貿易戰和科技戰，其中對
中國的打擊力度尤其凌厲，實際上是要摧毀美國一手
在二戰後建立的國際自由貿易體系，並按照 「美國優
先」 原則對世界各國進行巧取豪奪。如此一來，全球
貿易體系陷入崩塌和高度不確定狀態。

上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東歐巨變和蘇聯解
體，過去中美為了抗衡蘇聯而開展的戰略合作因此再
無需要。美國因此覺得可以無所顧慮地對中國進行全
方位遏制。從中國角度看，則更有實力和底氣對美國
的遏制進行強力的反制。中國巧妙利用對稀土和關鍵
礦物的出口管制、對美國農產品和大飛機的採購數量
的控制、減少持有美國國庫債券和對美國部分企業實
施制裁等手段對美國經濟造成重大損害，最終迫使美
國對中國作出讓步。然而，美國仍然不斷對中國的高
端產業和相關企業實施制裁，而中國則對美國的有戰
略價值的企業施加制裁以作回應。中美的經濟戰爭看
來不會有停息的時候。

除了在經貿和科技領域外，美國也在地緣政治和
經濟領域持續敲打中國。美國不斷試圖利用其龐大市
場、美元霸權、科技壟斷等手段迫使盟友和其他國家
削弱或割斷與中國的經貿關係、科技交流和基礎設施
合作，尤其針對其 「後院」 的拉美國家，務求讓中國
難以從海外市場獲得能源、資源、市場和重大基建投
資項目。不過，由於中國與大部分國家都有緊密的經
貿聯繫，比美國的海外經貿夥伴還要多，加上美國市
場越趨封閉，所以美國拉攏盟友與其他國家在經貿上
孤立中國的圖謀所取得的成果頗為有限。即便如此，
美國仍會鍥而不捨地在經濟上孤立中國。

在經濟全球化和新自由主義鼎盛時期，主流意見
認為市場運作和自由貿易不應該受到政治因素干擾。
然而，隨着大國博弈越來越激烈，涉及的利益和安全
越來越多，各國必然會更多考量國家利益、國家安全、
戰略得失和地緣政治形勢的變動。保護主義、民族主
義、民粹主義、排外主義等政治經濟思潮的抬頭促使
世界各國越來越多插手經濟事務，尤其在國際貿易、
對外投資、外來投資、出口管制、入口限制、基礎設
施建設和科技合作上。近年來，美國更把地緣經濟戰
略（geoeconomics）發揮到極致。為了遏制中國的崛
起，美國不惜以維護國家安全為由把眾多經濟資源武
器化和在法律上進行 「長臂管轄」 ，包括限制或禁止
自己和盟友對華出售尖端芯片和製造尖端芯片的機器、
切斷中國從美國和外國取得高科技的途徑、防止中國
留學生在美國大學和研究機構研習尖端科技、禁止
中國企業投資於美國高科技產業和基礎設施、阻止
美國資金投資中國高科技企業和股票市場等。對美
國的種種不合理甚至違反國際法的敵對行動，中國
奮起反擊，利用美國在稀土、電磁和關鍵礦物的短
板對美國作出凌厲反制，同時打擊美國的關鍵產業
特別軍工產業，迫使美國有所收斂。

在大國博弈，特別是中美博弈方興未艾之際，國
家安全和地緣政治利益屢屢凌駕自由貿易、市場規則
和經濟利益，過去的全球貿易體系已是千瘡百孔，而
經濟戰爭則不斷發生。不少國家已經意識到今後再難
以通過對外貿易來推動國家的發展。為了自身經濟利
益和安全，它們不得不調整經濟發展戰略，更多地依
靠自身資源和市場或與一些其他國家建構經貿紐帶。

總體結果是，全球經貿體系因此而變得更為碎片化和
脆弱。

在逆經濟全球化、民粹與民族主義冒起和大國博
弈越趨激烈的局勢下，所有那些擔負全球治理功能的
國際組織特別是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都難以發揮積
極有效作用，致使全球治理出現嚴重困難。其中重要
後果之一，是越來越多國家特別是弱小國家難以通過
國際組織維護自身利益，而一些大國比如美國則更肆
無忌憚地從事霸凌行徑來謀求一己之私。

對香港而言，回歸後國際環境的最重大的變遷莫
過於香港與西方陣營關係的弱化與惡化。在英國人管
治時期，香港與中國內地和西方世界的關係頗佳，也
因此能夠有效發揮中西方的橋樑作用。中華人民共和
國成立後，由於中國被美西方封鎖和圍堵，這個橋樑
角色對中國尤其不可或缺。1980年代初， 「香港前途
問題」 湧現。儘管英國極不願意把香港交還中國，但
由於當時中國與美西方關係良好，因而為香港和平回
歸中國營造了良好的氛圍和條件，最終英國也不得不
從香港撤退。美國不但沒有阻撓香港回歸中國，反而
在1992年通過《美國香港政策法》表明對 「一國兩制」
方針的支持，並給予香港某些所謂 「國家級」 特殊待
遇。美國當時的盤算是一方面美國可以在香港回歸後
取代英國在香港的經濟地位和角色，另一方面則期望
香港這個深受西方文化和制度熏陶的資本主義社會能
夠促進中國的 「和平演變」 。

香港回歸後初期，在中美關係相對友好的情況下，
美國基本上也沒有太多枱面上的干預行為。2003年，
香港爆發由反中亂港分子策動的 「反基本法第23條」
立法的政治亂象，美國在這場事件中的身影並不明顯。
不過，在東歐巨變和蘇聯解體後，美國成為了 「單極
世界」 的霸主，不但對中國在戰略上的依賴減少，甚
至試圖依照美國的體制和價值觀改造其他國家。小布
什總統主政期間（2001-2009），美國甚至把 「輸出
『西方』 民主」 作為國家重大任務。與此同時，美國
對中國的崛起的疑慮也越來越深。小布什總統首先把
中國形容 「戰略對手」 ，不過最終卻沒有付諸行動。
不過，美國對香港的態度也逐漸發生改變。美國猛然
意識到香港難以發揮促進中國 「和平演變」 的作用，
反而越來越成為了助力中國崛起的力量。

自此之後，美國對香港那些高舉 「民主改革」 旗
幟的反中亂港勢力便青睞有加，並慫慂和支持他們在
香港策動一連串的鬥爭行動，企圖把香港變成一個 「製
造麻煩的地方」 。美西方勢力在2012年的國教事件、
2014年的非法 「佔中」 和2019-2020年的修例風波
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越益明顯和粗暴。美國和其西方
盟友對香港的敵意在中央制定香港國安法後更加明顯。
為了遏制香港、削弱香港對中國的戰略價值，美國通
過了一批針對香港的法律，尤其重要的是《香港人權
與民主法》和《香港自治法》，對一些中央涉港事務
官員和特區主要官員施加無理制裁，並撤銷一些美國
與香港之間的司法、科技和教育合作。

更為嚴重的是，美國實際上是撤回其過去對香港
實行 「一國兩制」 的承認，並指責香港已經不再享有
高度自治。比如，美國向中國內地徵收高關稅時，也
同時向香港徵收同等的關稅。美國又肆意阻撓美西方
資金到香港投資，包括不購買中國內地和香港企業的
股票。美西方媒體更不斷抹黑香港的民主、人權和法
治狀況。美國的意圖是要打擊香港的國際形象，窒礙
香港的發展。鑒於中美博弈是一個長久的鬥爭過程，
作為國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難免成為了美國和
其盟友的 「眼中釘、肉中刺」 。當然，在處理與美西
方關係時，中央和香港都採取比較小心、隱忍和慎重
的做法，特別避免過度損害彼此的關係，但美國拉攏
其盟友持續打擊香港的政策卻不會因此而改變。香港
與西方陣營的關係在中西方的不斷摩擦下再也難以恢
復到回歸初期的境況。以此之故，香港也難以如過去
般依靠西方作為香港發展動力的來源，反而要隨時防
範來自西方的挑釁和打擊。

總的來說，香港回歸祖國後，香港所面對的國際
環境發生了急劇轉變，其對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心的
打擊尤其明顯。這些轉變是香港基本法在1980年代中
後期制定的時候所難以預見的。即便在回歸之際，中
央和香港人也不會想像到香港要在短時間內處身於一
個相當嚴峻的國際環境。不過，好在基本法作為一個
法律框架給予中央和香港相當廣闊的空間去應對新的
國際環境的挑戰。尤其重要的是，在國家憲法和基本
法下，中央享有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容許中央在香
港面對嚴重困難之際為香港排憂解難。今後，中央和
香港將更加會有機地結合中央的全面管治權和香港的
高度自治權，讓香港在新的國際環境中突圍而出和取
得新的發展機遇和動力。香港仍然會盡力維持與美西
方的聯繫，但卻會運用其作為國際大都會所擁有的廣
泛國際聯繫為國家的對外戰略服務，尤其協助中央推
進 「一帶一路」 倡議、人民幣國際化和粵港澳大灣區
的建設。中央也會盡最大努力協助香港積極解決經濟
發展、產業升級、國際金融中心構建、民生改善和開
拓全球南方的發展機遇。在相當程度上，香港首個五
年規劃可以說是香港應對新國際環境的一項重要戰略
部署，而加快融入和服務國家發展大局則是香港發展
戰略的重中之重。

香港中文大學社會學榮休講座教授、全國港澳研
究會顧問

劉兆佳

「逆經濟全球化」與區域經濟體的湧現

大國博弈與地緣政治壓倒市場經濟

美西方「以港遏華」持續打壓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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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支持下香港獲新發展動力機遇

——世界格局重構與香港的歷史新方位


